
中吸取营养，把 “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和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熔铸在
一起，进而提炼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警言，以告诫全党毋忘自我党成立之
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

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又比如，2016 年，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 “‘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的应有之义。”所引古典出自 《国语·晋语》，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
一个重要总结。意思是晋文公重耳在复国以后，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
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使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很明显，
这些政策措施贯穿着一个 “通”字。轻关易道也好，通商宽农也好，都是要让经济
畅通起来、流通起来，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中华传统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动
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尚易求通的
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又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战略的对外宣示
和倡导。近 100 年来，古老的中国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渗入革命、建设、改革
实践的沃土，滋养出一枝又一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艳花朵。
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肥

沃土壤，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在新时

代迎来社会主义文化的更大发展与繁荣。而强大的文化力量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
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必将赢得更加辉煌的发展，必将对全人类做出越来越大的贡

献，因而也必然会成为举世向往、万众倾心的文化软实力强国。
( 摘自“红色文化网”2019 年 6 月 11 日)

三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及其当代价值

辛向阳

1919 年初，在夺取政权 1 年多后，红军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各个主要
战线击退了 14 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进攻，收复了大部分地区。
但是，1919 年 3 月，军事局势发生极大逆转，苏维埃俄国在各条战线上处于敌人的
包围之中。连年的战火使铁路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运输梗阻，燃料匮乏，粮食饥
荒十分严重，国内经济状况相当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呼吁彼得格勒一切有较
高觉悟的有组织的同志去做军事和粮食工作。5 月 7 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
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议: “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
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

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

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
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
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很快，这个由苏俄各级党团机构号召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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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活动，变成了百姓自发参加的公益性活动。它持续了 70 多年，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前。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使得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

义，为此，列宁给予了积极评价。列宁指出: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
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

西。”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手段。从国家的角度看，它
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 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

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积极价值。第一，共产

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表现出的首创精神是我们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滋

养。第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表现出的首创精神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
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三，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是永恒
的，但其表现形式是可以多样的。各地、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义务劳动就是新形
势下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具体体现，更是这一活动的时代化、规范化、法
治化。

(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 年第 5 期)

四 有关文化名家郭沫若的流言及真伪

李 斌

郭沫若是一位在文学、史学、考古学、翻译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成就，在 20
世纪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也饱受争议。笔者对郭沫若的思想和身份
形成了三点基本认识: 首先，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其次，郭沫若是中共

长期的秘密党员，革命者是他的首要身份; 最后，郭沫若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

务。基于这三点基本认识，笔者选择了有关郭沫若的婚恋情况、郭沫若对沈从文的
批评、十七年期间的表现、《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动机等流言，逐一分析这些流言
的产生、传播，并通过可靠的文献史料揭示了真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流言?
而且集中针对 1949 年后的郭沫若? 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的背景。
第一，1978 年后，我们进入一个后革命年代，在学术界，在文坛和学术圈掌握

话语权的是复出者和海外学者。海外学者影响特别大，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进行评判
人物和作品的主要标准，有着鲜明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
史》风靡一时。另外一批就是复出者，50 ～ 70 年代被压抑的那些人复出了，这批
复出者对于当年的当权者多少有些意见。两种势力结合起来，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
者的郭沫若等人，自然要重新评价了。
第二，学术研究的范式转移了。在郭沫若的时代，学术研究占主流的是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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